
明代科举承接前代而来，但在制度的完整和严密方面都超过了前代，达到了鼎盛的状态。

而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对于士人心理的影响：“科举制在明代士人心目中已达到了至高无

上的地位。士人进入国学或地方学校接受教育，其终极目标是取科举，求出身，并借此跻身仕

途。”①由于科举在明代的显赫地位，影响对象已不仅是士人，而是将社会各个阶层都包括在

内，几乎成为统摄一切的客观存在。何怀宏曾提出一个“选举社会”的概念，“用它解释中国在

秦汉至晚清的历史发展中所终于形成的一种自成一体的社会结构”②，由于科举无所不在的统

摄力，以及围绕其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整个明代社会也可以说是一个“科举社会”。

与此相应，由于“科举”在通俗小说③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分量，也便产生了一种“科举小说”，这

不是以题材或体裁进行划分，而是将小说视为“科举”制度以及文化的独特载体。从狭义上说，

只有涉及到科举情状的小说才能称之为“科举小说”，而从广义上说，产生于“科举社会”情境

中的小说都可以归入此类。

因此，本文以制度层面的“科举”为基础，并充分考虑到科举作为“文化”的特质，注意“科

举”作为几乎统摄一切的社会存在，关注其在明代的政治、风俗、心态等方面的巨大效力。而在

具体的操作中，则是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小说文本的内部，分析科举对于小说的情节、结构、人

物、叙事、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内在影响，以此探讨明代科举对于小说的实际作用。

叶楚炎

基于明代科举制度在现实社会中的强大统摄力，“科举”在通俗小说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分量。在情节结构方面，科举制度

成为了小说情节可以依附的构架，在科举制度的规划下形成一些重要的“情节单元”，如“三年”、“发榜”；就人物形象而

言，对于“监生”形象的探讨，可以透视科举制度对于社会身份的影响，以及社会身份转化为小说中性格标志的动态过程；

而由于现实制度的影响，小说中的科举观念也产生了变异，“舞弊”在小说中的演变正体现了这一点。总之，明代科举的历

史图景进入小说，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学想象，在此过程中，小说“个体化”的倾向正是一个异常关键的因素。

论明代科举对通俗小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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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举程式与小说结构

正是因为明代科举制度体系的高度完备，小说作者在其统摄力的影响下，才会频繁地将

科举制度纳入小说。而在以乡试与会试为基本框架的科举制度的规划下，小说渐渐形成了几

个固定的“情节单元”，它们的连缀就可以构成一篇完整的小说，科举制度也便由此成为小说

情节可以依附的构架。这一部分便着眼于科举制度与小说的这种内在关联，探讨小说里相关

“情节单元”中的两个：“三年”和“发榜”，并以之考究明代科举制度对于小说情节结构的影响。

洪武十七年的《科举程式》有云：“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④，生员

期盼着乡试的到来，举人盘算着会试的时间，对于每一个科举中人来说，三年，都是他们生命

中最为重要的周期。倘若按照这样的眼光，会发现在小说中，“三年大比”同样留下了颇为醒目

的痕迹。以《莽书生强图鸳侣》为例，在这篇小说里，作者清晰地交待了“三年”这一情节时间。

就小说的结构而言，“三年”又不仅是情节时间，更为重要的作用是通过时间的间隔把小说划

分成为两段。以“三年”为界限，《莽书生强图鸳侣》的主要情节可以分成前篇和后篇。在前篇

里，莫可因生病误过试期，却在扬州遇见紫英，并使得紫英与自己私奔。在后篇里，莫可中了进

士，解救了受自己连累的仆人来元，在拜见紫英父亲时却受到责骂。由此可以将这两篇小说抽

象为“三年———三年”，“三年”既是科举考试的周期，也成为小说情节的自然间隔。关于这一

点，在《跨天虹》卷三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小说中的陆士善因在吉安做了五年幕宾，再待两年，

参加了乡试，却因为交白卷而落榜。陆士善决定再尝试一次，谁知三年后依旧名落孙山。这以

后，陆士善在陕西督学陈国柱家做馆师，与陈公子朝夕谈诗论文，不觉又过了三年。由于陈国

柱调往福州任知府，陆士善随之前往，又在当地改名入学，终于得中乡试。可以看出，除了一开

始的“五年幕宾”之外，这篇小说基本上可以按照三年的时间界限进行情节的划分，而其内部

都可以是一个颇具容积的情节单元。由这样的划分也可以揣想，小说作者实际上是以“三年”

为构架来结构情节，整篇小说便是由若干个这样的情节单元拼接而成。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三年”只是因为科举制度而设立的一个时间标尺，小说在涉及科举考试时，以三年为时间跨

度，自然不足为奇。但在陆士善任馆师，没有与科举考试发生关联时，却仍然以“三秋”来标识

时间，也正体现了三年这一科举周期向小说情节周期的转化。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每一个“三年”都可以成为一个情节单元，但在实际写作中，这些情节

单元的分量彼此之间却并不平衡：《莽书生强图鸳侣》的主要情节多发生在前一个“三年”里；

《跨天虹》卷三则更是如此，其第一、第三和最后一个“三年”的叙述都较为细致，而第二个“三

年”却只以“光阴迅速，不觉又是秋闱”⑤草草带过。这也就是说，虽然每一个“三年”都具有展开

情节的潜质，但这种潜质究竟能发挥到多大程度，还需看作者的安排和情节的内在要求。就叙

事节奏而言，“三年”可以无限拉长，也可以转瞬即过，这也给作者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可是事

实上，倘若作者能够充分运用每一个“三年”的内在潜力，则小说便会呈现出另外的景象。

在《女才子书》的《王琰》一篇中，苏敏（字颖生）一共参加了四次乡试，呈现出由四个“三

年”的情节单元组成小说的基本构架。而在每一个单元里，均有一段重要情节发生：其一，苏敏

中乡试副榜，并娶同邑王长卿之女王琰为妻；其二，苏敏再赴乡试，途中娶碧桃为妾；其三，苏

敏第三次乡试下第，却得知其妾碧桃已生一子；其四，苏敏乡试又遭摈斥，郁郁成病，至家三日

而殂，王琰与碧桃立志守节。可以看到，不仅小说可以依据三年乡试的日期划分成整齐的四

段，并且几乎所有最为重要的情节都紧随着乡试发生。这应当是作者在以科举周期作为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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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周期的同时，有意地强调两者之间的关联和转化，既是在显现日常时间的科举意义，也是

在着意渲染科举事件对于日常生活的影响。就此而言，与《王琰》一篇相类的还有《醉醒石》中

《等不得重新羞墓，穷不了连掇巍科》，这篇小说里的苏秀才也经历了四次乡试，前三次都以下

第告终，而每次下第后，发生的故事都不相同。依据“三年”的划分，整篇小说同样可以抽象为

四个“三年”，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作者还不断点示“三年”在小说中的独特意义。如苏秀才第

一次下第，其自我安慰时便道“只迟得我三年”。第二次落榜，苏秀才叹道：“再做三年不着”，莫

氏怒道：“人生有几个三年！这穷怎的了！”第三次乡试不中，苏秀才劝其妻道：“你也相守了十

余年了，怎这三年不耐一耐？”莫氏道：“为你守了十来年，也好饶我了。三年三年，哄了几个三

年，我还来听你！”当苏秀才中举后，已经改嫁的莫氏心中道：“巧巧九年不中，偏中在二年⑥里

边。九年苦过，三年不宁耐一宁耐！”⑦在这些人物的独白或对话里，“三年”作为一个关键词，反

复出现。其中透露出的意味则是，之所以会造成苏秀才与莫氏的婚姻悲剧，从根本上说，不是

因为两人的品行或道德方面的缺失，而是由于三年一届的科举考试对他们的精神以及日常生

活的折磨。因此，在科举中人的意识里，“三年”所蕴藏的含义，便绝非其他的时间周期可以比

拟，所谓“况且读书的，那个不晓得三年最难得过”⑧。从这一角度出发，正是由于“三年大比”自

身的科举属性及其对于科举中人的独特意义，经过从科举时间到情节时间的转化，“三年”作

为小说情节的自然间隔，更多的不是出自小说作者的刻意安排，而是产生于科举制度中的小

说的一种必然。“三年”固然是难熬的等待，然而一旦名登金榜，再多的付出似乎也都是值得

的。正是因为“榜上有名”对于科举中人的整个人生有如此非同一般的魔力，发榜的那一刻，才

显得那么重要。作为十数年乃至数十年寒窗之苦的终极寄托，发榜成为了所有希望与失望、富

贵与贫贱、得志与落魄、显达与沉沦等人生状态交汇的临界点，所有的梦想都有可能在此时实

现，所有的情绪也都可能在此时爆发。在小说所描绘的发榜情形中，“报录”是一个异常重要的

环节，小说中的人物多是坐在寓所静静等待报录之人前来通知他们中式的消息。关于报录，

《客座赘语》中曾这样说道：“正德辛未，王襄敏公以旂应会试，揭晓之日，五鼓尚未有信，时无

人走报故也。”⑨据此看来，则至少在正德年间，“走报”还未形成一种风气，但在小说中，这种已

通过会试或乡试，却无人“走报”的事情却绝少发生。之所以会如此，便是因为报录之人在报知

士子中式之时，往往能获得一定的赏金。

在《风流悟》的《百花庵双尼私获隽，孤注汉得子更成名》里，中了解元的张广家中打进一

伙报人来，居然索要高达两千两银子的赏金。一次“报录”的收入能达到数千两银子之多，其中

不排除小说作者在有意夸张，但哪怕少到只有数十两或十数两银子，对于一般平民来说，却也

是一笔不菲的收入。除了要求赏金，士人中举后，报录时还有一种颇为奇特的风气：“报信的人

会用棍将其房屋的厅堂窗户都打烂，工匠跟在后面，立即修缮一新，叫‘改换门庭’。这些工匠便

永为主顾。”⑩在《情梦柝》里，有人前来报知吴子刚中举：“忽见前厅五六个人，棒头棍子赶入，门

外一人喊道：‘不要打！’厅上已打碎了几件家伙。”輥輯訛可以看到，由于报录、讨赏钱、“改换门庭”等

风习的存在，对于中举、中进士的士人来说，从默默地静候到人声鼎沸的喧闹，整个发榜过程

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戏剧感，仿佛忽然从地面被抛向云间，周围的一切都那么眩目，但所有

的物事又都是那样不真实。而更增加了这种虚幻效果的，是报录的时间。例如《山水情》里写及

卫旭霞等人候榜时便说道：“挨到谯楼鼓绝、鸡鸣报晓的时候，朦朦胧胧正欲睡去，只听得街坊

上人声喧沸。旭霞侧耳听着，停过刻余，忽然敲门打户起来。这时节沉睡之人都惊醒了。”輥輰訛

由此可见，小说中报录的时间多在凌晨，即便是最为功名心切的士子本人，为等候发榜熬

了一夜下来，这时也不禁睡意难当。而报录偏偏便在此时发生，这就难免令人产生“不知是梦

论明代科举对通俗小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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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是醒里”之类的意识迷离。与乍梦还醒间的将信将疑这一难言感受相应的是，在“发榜”这

个情节单元中，即便中式，小说人物的情绪状态也并不总是单纯的欣喜。由于发榜是所有人生

状态交汇的临界点，小说中的发榜便也会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情感纠葛。在《张溜儿熟布迷魂

局，陆蕙娘立决到头缘》中，沈灿若去应乡试，发榜前却做了一梦，梦见一个道人说只有“荆妻

亡故，功名方始称心”，并因此“翻来覆去，睡不安稳”，正当此时“只听得外面叫喊连天，锣声不

绝，扯住讨赏，报灿若中了第三名经魁”輥輱訛。在“恩爱”、“功名”不能两全的前提下，本是人生至乐

的“金榜题名”，却成为某种灾难的预示，在“发榜”中似乎蕴藏了更复杂的寓意。

对于以科举考试为本务的科举中人来说，中举、中进士，应是他们人生的高潮，而“发榜”

则是其中最为华彩的篇章。但奇怪的是，这样的华彩篇章在小说中却总显得有些成色不足：首

先是一系列近于“恶俗”的报录程序使得这出喜剧流向了闹剧；其次是乍梦还醒间的迷离为这

一科场成功笼上了恍惚和朦胧的薄纱；此外还有拥挤在登榜喜悦中不合时宜的另类情感。所

有的一切，共同将“发榜”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中。但事实上，境地尴尬的可能不是“发榜”，而

是叙述“发榜”的人。就时间跨度而言，“发榜”自然不能和“三年”这样的情节单元相提并论，其

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场面或一种固定的情境。但就是这样一个持续时间不过几个时辰的场面，

却成为了可以容纳众多情节，并对之进行细致描述的“情节单元”，小说作者的特殊关注以及

别样寄托应当是一个至为重要的原因。

就大多数小说作者的科举经历来看，如果乡试的考试资格也能算是一种科名的话，那入

乡场已是他们所获得的最高科举荣誉。在这样的状况下，他们所描述的中式者“发榜”时的状

况，显然多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就这样的描述而言，对其真实性的质疑并不关

键———至少作者可以从其他中式者的发榜中描摹到足够真实的景况，相对说来，渗透在描述

中的异样情感对于这一景况所造成的影响更值得重视。不妨揣想一下当其他士子中举、中进

士时，作为科举失意者的小说作者的心理：失望、愤恨、怨怼、悲叹、羡慕、嫉妒，有时可能也不

免产生一些倘若中举那人便是自己之类的换位玄想，在种种情绪的干扰下，他们眼中的“发

榜”情景即便“真实”，也必定会与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看到的景况大不相同。从这一点出发，再

来反观小说中“发榜”时的诸多状况，便可以从模糊和混乱中理出一些头绪：对于报录时恶俗

程序的渲染多少有些隔岸观火、幸灾乐祸的意味；乍梦还醒间的迷离本于雾里看花的不真切；

而登榜喜悦中的另类情感与其说是源于中式者的命运巧合，不如说是小说作者在登榜之人身

上的灵魂附体。

正是由于以上所论及的原因，与“三年”适合结构比较曲折的情节相比，“发榜”这一情节

单元更长于描摹场面，尤其是叙述复杂情感的纠葛，在“金榜题名”的狂喜这一基本元素的映

衬下，似乎所有的情感表达都变得轻而易举；由于作者自身的寄托，即便没有其他情感因素的

加入，仅仅是素笔的简单描绘，“发榜”时的情景也能成为绝好的图景。

二、科举影响下的人物形象

在科举制度确立之后，某些人的身份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原本的社会身份之外，因为

科举的需要，他们又多了一层科举身份，如生员以及举人；另一些人的社会身份虽然没有发生

变化，但他们的身份却因为科举制度而发生了意义上的转变，如监生和吏员。值得注意的是，

在现实生活中原本只因科举而存在或因科举而发生意义转变的诸种身份会成为这些人最为

醒目的标志，甚至比其原本的社会身份更具代表性。而一旦进入小说，这些身份往往又被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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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为某种性格的标志。通俗小说中的“监生”形象，便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通过对于监生

形象的探讨，可以透视科举制度对于社会身份的影响，以及社会身份转化为小说中性格标志

的动态过程，由此探究明代的科举制度对于小说人物形象的内在作用。

说到“监生”，便不得不提及“援例入监”的制度。所谓“援例入监”是指通过纳粟、纳马、纳

银等方式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援例入监制度的实行，使得国子监人数激增，而国子监以及监

生的水准和声誉却随之大幅度下降，便如当时南北两京的民谣所云：“国子监里听讲，武定门

外炮响，是这等演武修文，只费朝廷粮赏。”輥輲訛由于援例入监制度的实行，监生的数量大增，对于

仕途造成了严重的壅滞，这也必然会影响到地方上的普通生员。更为重要的是，援例监生能进

入国子监所依赖的不是他们的才学或者资历，而是他们的金钱，因而也就更易招致普通生员

的不满，对家境本就贫寒的士子来说尤其如此。在通俗小说中，绝大多数的监生被塑造成了不

学无术的典型，除此之外，贪财好色等几乎所有在小说中常见的负面性格都可以在他们的身

上找到对应，如《三言》中的赵昂、赫大卿，《二拍》里的潘姓富翁、甄廷诏等等皆是如此。比之在

科举制度以及现实社会中地位与之相仿的其他人物形象，例如举人，监生承载了更多的斥责

与嘲讽，这些监生形象似乎正呼应了当时监生的现实情状。但需要注意的是，除了这些体现了

各种负面性格的监生，在小说中却也同时存在着一个形象极为正面的监生系列：《三言》里的

鲁学曾、马德称、张廷秀，《型世言》里的秦凤仪、《欢喜冤家》中的费人龙等，都因为各自的学识

优长、人材出众而受到作者的褒奖。事实上，正是因为明代所实行的“援例入监”制度，小说中

才会出现在性格上迥然相异的两类监生形象。

小说中凭借钱财入监的纳粟监生自然是作者斥责与嘲讽的对象，而其他监生也多有一个

“富人”的潜在身份。于是在《剿闯小说》中便有“既是监生，必然大富”輥輳訛之语。由此可见，在时人

的眼中，“监生”必然是富人。因此即使这些人物不是纳粟出身，但由于他们的财富以及他们的

监生身份，会极自然地使人联想起凭借钱财进入太学的纳粟监生，这也应当是作者有意造成

的一种关联。因而，富人监生也不会在小说中受到优待。就这一意义而言，虽然纳粟监生在现

实生活中被“士子叱为异类”，并且“居家则官长凌忽之，与齐民不甚别矣”輥輴訛，但其他监生却并

不在“异类”之中。可在小说里，由于纳粟监生的存在，富人监生也受到牵连，这种“异类”便有

了不分出身，将所有监生笼罩在其中的意味。因此，监生———而不仅是纳粟监生，便成为了小

说中倍受歧视的独特一群。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从作者的斥责与嘲讽中可以看出他们对纳粟

监生的愤恨，但上面所提到那些形象极为正面的监生也多是通过援例的方式进入太学：张廷

秀、马德称、秦凤仪、费人龙皆是纳粟监生。同是援例入监，这两类纳粟监生在小说中有完全不

同的刻画与评价，这似乎又推翻了上面的推测。事实上，这正体现了作者在小说创作时的矛盾

之处。在《警世通言》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有这样一句话：“原来纳粟入监的，有几般便宜：

好读书，好科举，好中。”輥輵訛这里所说援例入监的“几般便宜”，对于小说家来说，也具有不可抗拒

的诱惑：正是由于“监生”在科举考试方面具有一般士人所不能企及的便利，他们才会让笔下

的人物成为纳粟监生，通过这“几般便宜”来完成情节的构筑。

在《张廷秀逃生救父》中，张廷秀欲图参加当年的乡试，但他不是生员，没有参加科举考试

的资格，而援例入监则恰好解决了这一问题，纳粟监生的身份使得张廷秀顺利通过乡试，并联

捷成为进士。《费人龙避难逢豪恶》中的费人龙也是如此，他为了躲避仇家而逃到京城，本想入

试，却因为是湖州府德清县的秀才，不可能合法地在京城应试。而在此情形下，援例入监也便

成为了他解决难题的惟一手段。援例入监更为关键的情节构筑作用则发生在秦凤仪的身上。

《不乱坐怀终友托，力培正直抗权奸》中，秦凤仪：“随父在京做个上林苑监付，便做京官子弟，

论明代科举对通俗小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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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了监在北京。后边丁忧回家，定了个梅氏，尚未做亲。及至服满，又值乡试。”輥輶訛秦凤仪本是湖

广嘉鱼人氏，若在本籍应考，乡试尚可，会试却在南卷中，自然不如去北京乡试来得便当。又由

于他是监生，因此可以去京城应乡试，正因为如此，秦凤仪动身前去京城。而他“不乱坐怀终友

托”的关键性情节就发生在去北京应乡试的路途中。

这则故事的本事出自《南村辍耕录》卷四的“不乱附妾”，原本的情节设置是“维杨秦君昭

妙年游京师”輥輷訛，故事在女子送到以后便告结束，并不牵涉纳粟入监以及进京乡试的情节。而小

说作者加入纳粟以及乡试的情节之后，不仅为秦凤仪的入京找寻到了更为自然的理由，也为

下面情节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线索：因为秦凤仪在进京途中显示出的出众德行，他在乡、会试

中的联捷便有宿命的意味；由于参加考试，秦凤仪受到所护送之妾的丈夫窦主事的指点，与其

交情愈发深厚，而也正因为这一交情，秦凤仪才能在日后险恶的宦途上保住官位。可以说，科

举考试成为了此篇小说中所有情节的粘合剂，而“援例入监”又是这一粘合剂中最为关键的原

料。倘若没有“援例入监”这一方式，整篇小说相对于本事而言，从简单故事到成熟话本的飞跃

便也无从谈起了。

由此可见，虽然因为钱财造成的不平等以及仕途的壅滞，小说的作者对于援例入监和纳

粟监生颇多愤恨，但由于监生的种种便利，援例入监却又成为结构小说的一种有效方式。对于

作者来说，这便使得他们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中：从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考虑，出于对援

例入监的愤恨，监生尤其是纳粟监生理应承当更多的斥责与嘲讽；但为了更好地构筑情节，作

者又不得不通过援例入监让他们笔下的正面人物成为纳粟监生。这种两难的境地体现在小说

中，便形成了上面所谈到形象或正面或负面的两类监生：前者显现的是作者在情节构筑上的

努力，后者则渗透了作者对于小说人物的真实用意。换言之，这两类监生分别对应了在情节上

作者对于援例入监制度的依赖，以及创作心理上作者对于纳粟监生的愤恨。而从根本上说，这

一两难境地的产生与小说作者的双重身份有关：作为科举中人，他们理应对妨碍他们进身的

援例入监愤恨不已；但身为小说作者，他们又会天然地偏好于用援例入监解决结构上的难题。

三、变异的科举观念

在通俗小说中，基于科举制度的现实状况，一些概念往往会在制度与观念层面产生纠缠，

这既显露了小说作者在这些问题上的理想，也体现了他们迫于现实对科举理想的改造。更为

重要的是，由于小说的独特体式，作者的主观意愿，以及接受者的可能要求等种种因素的复杂

纠葛，使得小说中的科举观念呈现出一种亦真亦幻的独特景观。而在其中，与“舞弊”相关的种

种情状应该算是最为独特的。据郭培贵所论：“明代科举制度空前完备，统治者对防范和惩治

作弊也始终给予高度重视并付出切实的努力，虽大致保证了有明一代科举在有序、规范的轨

道上运行，但仍不能杜绝作弊，且愈至后期愈为严重。”輦輮訛“舞弊”对于科举公平与公正原则的侵

害显而易见，对于试图在正当的程序和规则中凭借自己才能通过考试的考生的伤害也不论可

知，正因为如此，在小说中对于舞弊行为的揭露和抨击俯拾皆是。

在各种舞弊手段中，最为普遍，也最为简单的，无疑是怀挟。例如在《生绡剪》之《有缘结蚁

三朝子，无意逢人双担金》里，贾慕怀的大儿子在乡试中，“做了怀挟，察院打了三十，枷死在贡

院门前”輦輯訛。可以注意到，通过“怀挟”舞弊的考生，在小说中不仅不是正面人物，也多是微不足

道的小人物。就此而言，以这样的反面小人物来实践最为普遍、简单，同时也最令人不屑的“怀

挟”，并让他们出乖露丑，无疑是出自小说作者的特意安排。与“怀挟”相比，另一种舞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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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夤缘”的难度便要大得多了。在“夤缘”中，钱财具有重要的作用。《钝秀才一朝交泰》中，“黄胜

夤缘贿赂，买中了秋榜”輦輰訛，云“贿赂”、曰“买”，所显露出的意思不言而喻。除了钱财，“官势”是

夤缘中的另一个先决条件。在《玉娇梨》之中，杨芳“文章学问难对人言”，但赖其父杨御史之

力，“替他夤缘，倒中了江西乡试”輦輱訛。

事实上，除去可以独立完成的“怀挟”不谈，其余的舞弊方式如买号、雇倩、传递、割卷等，

无不需要钱财或是官势的支持。就此意义而言，虽然科举制度标榜平等，但出身富贵的考生原

本就在教育基础、社会资源方面优势明显，比贫寒子弟更有金榜题名的可能，而即便是通过不

正当的手段，有财势背景者也占据了上风，这便使得无钱无势的科举中人在整个或明或暗的

竞争中都处于劣势。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小说中对于“舞弊”行为的批判，往往极易转移到对

于支持舞弊行为实行的“财势”———尤其是“钱财”的指责上。如《女开科传》中便写道：“然而在

那下第的朋友，也不要去埋怨自家的文章，不是锦绣，也不要去埋怨试官的眼珠，不是铜铃，只

恨自己的祖父原不曾为子孙预先打算，积得几万贯稀臭铜钱，致使文字无灵，光拳无措。”輦輲訛可

以看到，“财势”特别是“钱财”分担了小说中对于“舞弊”行为批判的大部分火力，“舞弊”甚至

于在指责中被淡忘。而事实上，在指责中被淡忘的“舞弊”，却以另一种方式被读者牢记。

在《人中画》的《风流配》中，会试时司马玄激于义愤，将自己做好的文字送给吕柯，成就了

吕柯的一番科名与姻缘。就这一行为的实质而言，自然是舞弊无疑；但在小说中，却成为作者

赞扬的“义举”。从这一角度着眼，会发现“小说”中的舞弊，并不只是作者捉弄反面小人物的方

式，或是愤激与指责的对象，反倒常常会与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发生关联，并成为这些人物得到

科名的利器。不仅如此，这种发生在正面人物身上的“舞弊”现象还往往以多种方式在各级考

试中连续出现。如《五更风》之《鹦鹉媒》中的水朝宗，乡试是由于知道一个关节而中式，会试前

则又预先知道了考题，因此顺利通过。倘若算上他是因为冒籍而成为秀才，则水朝宗成秀才、

中举人、进士都是因为舞弊，并且用了三种不同的方式。

可以看到，小说中正面人物的舞弊，并不是因为其自身才学不足，这些人多可算是饱学之

士。但在参加科举考试时，他们却仍需藉助舞弊手段方能中式，这可以初步归结于科举中人日

常的才学与考场的发挥往往并不一致。在小说中便说道：“我又只见那真正读书的秀才，走进

场屋里去，便觉文章声色已减了一半。”“你就此时低声和气，老爷、阿伯去求告东房西号，要他

掂拨一两个字，只有讨吃许多没趣，谁肯来怜悯帮衬你。”在此处还有一处眉批道：“说到十分

苦恼处，那个不潸然泪下。”可见小说中所说的应当是较为普遍的科场情形。而正因为进了科

场，便发挥不出平素所学，科举中人才“都要思量一个捷径的法儿”輦輳訛。

除此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小说中正面宣扬的舞弊现象颇为常见。对于“舞弊”，小

说人物也并不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偶一为之，而是屡试不爽，并且成为他们获得功名的关

键因素。这与小说中对于舞弊的抨击与批判似乎大有抵牾。但事实上，据前所论，对于“舞弊”

的愤恨往往被支持舞弊行为的“财势”吸引走，“舞弊”本身倒因此显得有些无辜，在此基础上，

“舞弊”便得以进一步成为正面人物手中的科场利器，用来在财势横行的科举黑暗中斩劈出一

条科名之路。如《初刻拍案惊奇》中《华阴道独逢异客，江陵郡三拆仙书》所言：“就如唐时以诗

取士，那李、杜、王、孟不是万世推尊的诗祖？却是李杜俱不得成进士，孟浩然连官多没有，止有

王摩诘一人有科第，又还亏得岐王帮村，把郁轮袍打了九公主关节，才夺得解头。若不会夤缘

钻刺，也是不稳的。只这四大家尚且如此，何况他人？”輦輴訛即便是才如“万世推尊”的“诗祖”，倘若

不“舞弊”，也成不了进士，这不啻是对小说中正面人物“舞弊”行为的最好开脱。而《华阴道独

逢异客，江陵郡三拆仙书》所写的李君一连十科不中，最后用钱打通关节方才中第，也正是上

论明代科举对通俗小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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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这一段话的绝佳注脚。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不论作者如何为笔下人物的舞弊行为寻找借口，“舞弊”都破坏了科

举考试所标榜的公平、公正原则，对于作者自己所提倡的“阴骘”也是一种冲击。对此，小说作

者则另有一番解释，如《鸳鸯针》有云：

不知俗语说得好，“买举须当中举年”。这句，俨然有个可求不可求的道理在里面。如

那不当中举之年，妄求非福，机事不密，一旦败露，名实俱丧。那时，要依旧还他一个秀才，

也不可得。大要总不可害人之功名，以成自己之功名，这尤是第一件要着。輦輵訛

在这段话中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即使舞弊，也要看机缘。如果不是好机会，则不能执意妄

行。其二，“舞弊”有一条底线，即“不可害人之功名，以成自己之功名”。可事实上，“舞弊”便已

经是在“不可求”中求“可求”，而由于各级考试录取名额有限，成就自己功名的同时，也就势必

要损害别人的功名。因此，这段话看似是在劝戒“舞弊”，可就其实质而言，仍然是为“舞弊”开

脱的说辞。在这里，可以将“舞弊”与小说中经常宣扬的“阴骘”联系到一处，二者都可以视为科

举中人掌控自己命运的一种尝试，但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经常与“神怪”之事相连的“阴

骘”多少有些虚无缥缈，而“舞弊”则显得更为实际。可倘若细心追寻，会发现即便在“舞弊”中

仍然有类似“阴骘”般虚幻的因子。例如《石点头》之《感恩鬼三古传题旨》中仰邻瞻依靠的是鬼

魂传递的关节，水朝宗的两番中式则多亏了他的鹦鹉，在这些情节中，“舞弊”多不是有迹可寻

的确凿过程，而是海市蜃楼般的奇境异景。这也可以从上面的论述中找寻到原因，如前所论，

大多数“舞弊”都需要“财势”的支持，但科场中兴风作浪的“财势”尤其是“钱财”，却是小说作

者着力抨击的对象。这也便决定了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可以通过“舞弊”的方式获得科名，但舞

弊却不能经由“钱财”来完成。

正由于小说作者对于“钱财”的愤恨，小说中的人物不会借助钱财舞弊中式，而其他的现

实手段又都不足以令人信服地支撑起舞弊的行为，因此，以仙术梦示、机缘巧合、鬼魂鹦鹉等

种种无稽的方式进行舞弊才会在小说中大行其道。也就是说，不仅是现实中破坏了公平原则

的“舞弊”，成为了小说里贫寒士子扬眉吐气的希冀，本来属于写实层面的“舞弊”也变得如同

“阴骘”一般虚幻，小说中有关科举的情节便在这样现实与虚幻的变奏过程中充满了印象派图

画式的变异之美。

四、结语

本文着重讨论的是明代科举的历史图景如何进入小说，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想象。在这

一过程中，小说“个体化”的倾向是一个异常关键的因素。所谓“个体化”倾向主要是指小说中

的“科举”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国家举行的选拔官吏的程序，其重要性只体现在“科举”对于小说

人物自身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小说中对于科举的态度、感受、理解、表达以及期望

等等，都从“个体”而来。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通俗小说，更为注重个体对于科举的感受和认

知，这种感知纯粹出于自我，与立足于“群体”共通的心态，并能够体现时代特征和历史意识的

思致往往有所区别。

小说中的“个体化”体现在很多方面，最明显的便在对于获得“科名”的方式上。正如本文

谈到的“舞弊”所论，小说一面津津乐道于“舞弊”及其带来的各种利益，一面宣称自己仍然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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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的道德操守，正是对于自己有悖社会普遍准则行为的一种道德完善，实际上也就是为

了“个体”的利益而放弃对于“群体”道德的坚持。而“个体化”正是这一现象的根源。小说对于

“监生”这一形象的塑造也是如此。倘若不做细致的区分，就正面与负面的景况而言，小说中的

监生形象与现实中大致相同：既有品行纯良、好学睿智的科甲之人，也有居心险恶、不学无术

的市侩无赖。但仔细剖析这些监生形象形成的原因，便会发现“个体化”仍是其中最为重要的

一个因素。“科甲中人”，是因为个体的小说作者结构情节的需要；“市侩无赖”，则集中反映了

作者对于监生这一群体的反感和厌恶。倘若离开了作者“个体”的情绪和表达，小说中的“监

生”便不会出现如此丰富的状态。

“个体化”的倾向，造成了“小说”与“科举”关联形式的随机性和多样性。虽然总体上说都

是科场失意之人，但小说作者彼此之间的科场经历仍有不同，从自己的科举经历出发，按照各

人对于科举制度的不同理解和感受，小说作者营造出了众多的科举情状。这些科举情状与“士

风”、“气运”、“国运”等宏观层面的视角绝少有关联，多只代表了小说作者一己的认知。这或许

也是源于被视为“小道”的小说，还没有成为体现集体意识以及精英思想的“载道”的工具，因

而可以充分地展现作为私人化著述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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